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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借助企业能力理论、资源理论、协同论及复杂系统理论，基于系统视角对大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系统协同的资源、管理、信息、组织协同的内涵、特征，及子系统内部和子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利用AMOS软件对大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机制进行建模，探究系统协同的关键因素及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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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ynergetic Mechanism of Urban garbage Recycling and River treatment along the Grand Canal
ZHOU Sanyuan, WANG Qiang, ZHU Feifei

(Beijing Wuzi University, Beijing, 101149)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enterprise capability theory, resource theory, coordination theory and complex system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llaborative resource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urban garbage collection and river management system along the Grand Canal, based on the system perspectiv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system and the subsystem is analyzed in depth. Amos software is used to model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 of urban garbage collection and river management along the Grand Canal, and to explore the key factor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system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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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广泛开展针对运河河道治理及周边生态环境保护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是保卫碧水蓝天、建设生态家园的重大民生工程[1]。随着生活垃圾及沿线建筑垃圾侵占河道，运河河道漂浮物增多，运河河道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对运河河道的治理及周边环境保护迫在眉睫[2]。关于运河河道治理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从运河河道污染现状、治理技术、治理措施等角度展开研究[3-6]。在现阶段的河道治理中，“河长制”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治理模式，但“河长制”未能兼顾运河河道沿岸环境的保护，回收的河道垃圾也无法实现资源化利用[7]。从现有的文献看，国内学者对运河河道治理及周边环境保护还未提出有效的治理方案。

2016年北京市提出垃圾分类网和再生资源回收网的“两网融合”，并在生活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8]。这就为运河河道治理与生活垃圾回收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治理方案。为此，本文借鉴“两网融合”的成功经验，将“两网融合”引入运河河道治理模式中，探究大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的协同发展，提出减少大运河垃圾污染、实现运河河道高效治理、完善大运河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措施。

2.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

2.1理论框架

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问题错综复杂，协同涉及到两个系统的各个不同层面。关于系统协同发展，在多个角度均有应用。黄启飞[9]在危险废物防控领域，协同主要体现在危险品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三化”上，以此强化危险废物生产者责任制；Pengbin Gao[10]从中国古代智慧中寻找技术创新与协同创新的运作模式，提出保障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源于协同创新的三大特征。有关系统协同的模式构成已有大量的文献进行过研究，例如，何郁冰[11]提出针对“战略-知识-组织”互动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将协同创新分为三个层面：战略协同层面、知识协同层面、组织协同层面，构建完成初步的协同创新的理论框架。兰洪杰、李龙飞[12]基于冷链物流系统的特点从信息协同、组织协同、资源协同三个方面展开来研究战略层面的协同。Kit Fai Pun[13]提出在制造业企业战略协同主要从组织协同、业务协同和信息协同三个方面，建立战略协同和概念协同模型。总的来说，现有的文献为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研究提供了综合的理论框架，该框架在战略层面可以划分为信息协同、管理协同、组织协同、资源协同，他们之间存在密切相关关系。为此，本文提出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概念图如图1所示，同时提出如下假设：
H0：信息协同、管理协同、组织协同与资源协同之间具有相关关系，即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过程中的信息协同、管理协同、组织协同与资源协同相互促进。


[image: image1.emf]资源协同

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

收与河道治理协同

信息协同

管理协同 组织协同

H0

H0 H0

H0

H1 H4

H2 H3


图1 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概念图

2.2研究假设

（1）信息协同
随着对系统协同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对信息协同和多系统协同治理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表明信息协同对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有关键影响作用。樊博、于洁[14]认为，有效的协同治理依赖于多元主体的充分沟通，达成有效共识和彼此之间业务的无缝对接，而这些都需要通过建立结构完善高效的信息协同机制。Mandell和Keast[15]认为高效的信息协同对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和公民等多元主体之间建立其基于网络的伙伴关系，实现协同治理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信息协同对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存在正向影响，即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过程中，信息协同程度越高，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效果越好。

（2）管理协同
不少研究强调了管理协同对系统协同的重要作用。杨立新、蔡萌[16]通过分析不同主体协同创新的内涵及特征，梳理不同产业主体协同创新机制，通过案例分析发现管理协同创新是供应链管理模式下不同产业主体之间实现协同的关键。余晓钟、辜穗[17]认为实现跨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自组织和良性管理协同，是不同区域低碳经济平衡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管理协同对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存在正向影响，即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过程中，管理协同程度越高，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效果越好。

（3）组织协同
在组织协同和系统协同的关系方面的研究表明高效有序的组织协同对系统整体协同有重要影响。毕颖、杨小渝[18]以斯坦福大学Bio-X计划为例，深入研究了大学跨学科组织之间的协同，认为建立高效的组织管理体制可以确保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管理体制有利于协同创新，从而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实现“无缝对接”。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组织协同对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存在正向影响，即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过程中，组织协同程度越高，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效果越好。

（4）资源协同
在资源协同对系统协同的影响方面，秦津娜[19]通过构建资源协同模型来分析系统资源要素在相互匹配与不匹配条件下的系统整体的协同状况，结论认为资源要素协同是系统协同作用发挥的基础，资源协同是促进系统效能提升的源动力。韩静、吴应宇[20]通过分析系统内部资源协同的概念及其有机构成，探讨了资源协同对系统发挥作用，并剖析了如何通过资源协同实现系统整体价值创造。吕海萍、池仁勇等[21]通过研究实证分析说明资源协同对系统协同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可以通过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空间溢出促进系统整体效益最优。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资源协同对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存在正向影响，即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过程中，资源协同程度越高，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效果越好。
3.研究方法

3.1数据收集和样本

针对本论文研究的问题，要求问卷调查对象对“运河治理”和“沿岸城市垃圾回收”有一定的了解和认知。为了更加全面的反映大运河北京段“运河治理”和“沿岸城市垃圾回收”协同的问题，问卷发放覆盖了通州区、朝阳区、顺义区、海淀区、丰台区等多个区域，包括昆玉河、长河、北护城河、南护城河、通惠河、清河上段、凉水河上段、北沙河、温榆河上段、北运河、清河下段、坝河、凉水河中下段等多条大运河北京段支流。调研的基本形式采用纸质问卷的形式进行发放，部分未到达的区域也采用电子邮件的形式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400份，收集368份，回收率为92%，剔除回收问卷中答案为同一答案、空题8道以上等无效问卷，有效问卷共计327份，有效率为88.9%。
3.2测量

将“运河治理”和“沿岸城市垃圾回收”看作两个系统，主要探究影响两系统协同的主要因素。在对国内外文献研究基础上，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能力理论，根据“运河治理”和“沿岸城市垃圾回收”系统协同涉及到的实际情况将问卷内容主要设计为资源协同、信息协同、管理协同、组织协同和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五个部分。问卷量表设计及各题项的来源如表1所示。

表1 问卷量表设计及各题项来源

	题项编号
	题项内容
	题项来源

	第一部分：资源协同

	A1
	运河河道打捞垃圾过程中城市环卫进行垃圾分类
	周汉城（2017）

雷英杰（2017）

潘永刚，周汉城（2016）

唐艳菊，潘永刚（2016）

	A2
	运河河道清运时城市环卫车辆给予调配使用
	

	A3
	河道垃圾进入环卫体系进行中转与终端处理
	

	A4
	增设垃圾填埋场
	

	A5
	增设垃圾转运站
	

	第二部分：信息协同

	B1
	运河河道环境监测信息与环卫信息系统对接
	娄成武（2016）；张帅（2014）

	B2
	物流信息共享和物流信息技术服务
	王勇等（2014）

	B3
	对沿岸城市垃圾投放进行监管，防止倾倒至运河
	赵楠，张苇锟（2017）

	B4
	终端处置全网监控，检测河道排放水源
	赵楠，张苇锟（2017）

谢和成（2015）

	B5
	通过互联网机制对运河河道及沿岸垃圾监管
	

	第三部分：管理协同

	C1
	对河道及沿岸垃圾治理有共同的管理制度
	王勇等（2014）

	C2
	对河道垃圾分类及治理给予政府补贴
	徐海云（2018）

	C3
	治理河道淤泥及沿岸建筑垃圾项目的投资
	王晰巍（2015）

	C4
	人力资源能够根据河道治理的需要及时调配
	David，Mary（2014）

	第四部分：组织协同

	D1
	运河河道水利局与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共有组织
	刘曼琴，张耀辉（2017）

	D2
	治理模式的多元化程度
	陈姗姗（2016）；朱丹（2014）

	第五部分：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

	F1
	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河道治理
	企业访谈及专家建议

	F2
	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能够减少河道沿岸污水排放及垃圾堆积
	

	F3
	政府是推进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的最大助力
	


4.数据分析与结果

4.1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通过Cronbach α系数检验量表的信度，通过指标的相关度（CITC，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和Cronbach α系数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当指标的相关度<0.4时，需要删除对应题项，Cronbach α值≥0.70时，问卷为高信度；0.35≤Cronbach α值<0.70时，问卷信度可接受；Cronbach α值＜0.35则问卷信度过低。问卷量表信度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问卷信度检验
	题项
	因子
	项已删除的
Cronbach α值
	分量表的
Cronbach α值
	Cronbach α值

	C1
	管理协同
	0.771
	0.817
	0.789

	C2
	
	0.770
	
	

	C3
	
	0.774
	
	

	C4
	
	0.772
	
	

	A1
	资源协同
	0.760
	0.792
	

	A2
	
	0.763
	
	

	A3
	
	0.767
	
	

	A4
	
	0.765
	
	

	A5
	
	0.768
	
	

	D1
	组织协同
	0.779
	0.783
	

	D2
	
	0.768
	
	

	B1
	信息协同
	0.780
	0.751
	

	B2
	
	0.781
	
	

	B3
	
	0.791
	
	

	B4
	
	0.780
	
	

	B5
	
	0.781
	
	

	F1
	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
	0.762
	0.828
	

	F2
	
	0.761
	
	

	F3
	
	0.764
	
	


本量表进行信度分析后所测得管理协同、资源协同、组织协同、信息协同

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五大因子的Cronbach α值分别为0.817、0.792、0.783、0.751、0.861、0.828，本量表整体Cronbach α值为0.789。其Cronbach α值都在0.7以上，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利用SPSS21.0对调研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分析结果显示问卷整体KMO值为0.815，各题项KMO值也均大于0.7。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在旋转19次迭代后收敛，旋转结果显示，在同一因子所属中，对应题项的旋转因子载荷均大于0.5，表明问卷具有收敛效度；同时，每个题项的旋转因子载荷只有一个大于0.5，说明每个题项都有明确的因子归属，问卷具有区别效度。综上两点说明问卷整体具有结构效度。
4.2多变量正态性检验

由于本研究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法的结构方程模型，当AMOS模型满足线性关系、观察值独立、观察变量满足正态分布的要求时，所产生的结论是正确的。所以要先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正态分析，当数据呈现正态分布时，偏度系数与峰度系数均要接近于0，具体的检验标准是偏度系数绝对值小于3，峰度系数绝对值小于10。变量常态检验及多元正态检验结果表明（表3），概念模型中绝大多数潜变量指标的峰度绝对值小于10，偏度绝对值都小于3，每个指标的偏度与峰度检验不显著，所以不需要对数据进行转换就可以做验证性因子分析。

表3 变量常态检验及多元正态检验

	Variable
	min
	max
	Skew

（偏度）
	c.r.

（偏度临界比）
	Kurtosis

（峰度）
	c.r.

（峰度临界比）

	F1
	1.000
	5.000
	-1.097
	-6.750
	0.131
	0.403

	F2
	1.000
	5.000
	-1.528
	-9.397
	1.909
	5.870

	F3
	1.000
	5.000
	-0.466
	-2.867
	-1.264
	-3.887

	B1
	1.000
	5.000
	-1.350
	-8.304
	1.305
	4.013

	B2
	1.000
	5.000
	-1.006
	-6.187
	0.465
	1.431

	B3
	1.000
	5.000
	-1.217
	-7.487
	1.061
	3.264

	B4
	1.000
	5.000
	-0.814
	-5.007
	-0.224
	-0.689

	B5
	1.000
	5.000
	-1.283
	-7.889
	0.782
	2.407

	D1
	1.000
	5.000
	-0.714
	-4.391
	-0.631
	-1.941

	D2
	1.000
	5.000
	-0.634
	-3.900
	-0.387
	-1.191

	C1
	1.000
	5.000
	-0.945
	-5.810
	0.246
	0.756

	C2
	1.000
	5.000
	-0.611
	-3.761
	-0.487
	-1.498

	C3
	1.000
	5.000
	-1.305
	-8.029
	0.871
	2.679

	C4
	1.000
	5.000
	-0.712
	-4.379
	-0.287
	-0.884

	A1
	1.000
	5.000
	-1.159
	-7.131
	0.536
	1.647

	A2
	1.000
	5.000
	-0.039
	-0.240
	-1.059
	-3.257

	A3
	1.000
	5.000
	-0.312
	-1.918
	-1.141
	-3.509

	A4
	1.000
	5.000
	-0.059
	-0.365
	-1.260
	-3.876

	A5
	1.000
	5.000
	-1.853
	-11.397
	3.316
	10.197


4.3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经过上述检验后，说明样本数据及模型的理论结构是比较适合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方法的，下面将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

（1）路径分析

由于本研究提出的假设路径较多，因此先对整体模型各关键路径是否显著进行检验，如果拒绝原假设，关键路径的P值估计不显著，即可先将该路径删除。构建出北京市运河治理和沿岸城市垃圾回收协同的影响因素结构方程图如图2所示，最后模型评估结果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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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的影响因素结构方程图

表4 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路径估计表

	路径名称
	Estimate
	S.E.
	C.R.
	P

	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
	<---
	资源协同
	0.420
	0.101
	6.539
	0.000***

	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
	<---
	管理协同
	0.409
	0.044
	7.739
	0.000***

	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
	<---
	组织协同
	0.793
	0.380
	5.712
	0.000***

	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
	<---
	信息协同
	0.179
	0.054
	3.598
	0.000***


注:所标注***表示P＜0.001

（2）模型适配度检验

适配度即指研究模型所估算出来的期望共变异数矩阵一致性的程度，适配度越好即代表理论模型与验证模型越接近。应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理论模型时，理想的模型适配度是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必要条件。本文挑选了几个拟合指标进行模型的适配度检验，除GFI、NFI、RFI没有达到很理想的状态外，其余指标拟合程度均符合标准，说明此模型的适配度较好，模型的适配度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模型拟合指标

	拟合指数
	检验标准
	本研究结果
	拟合情况

	卡方/自由度
	<3
	1.891
	拟合较好

	RMESA
	<0.08
	0.063
	拟合较好

	GFI
	>0.90
	0.877
	可以接受

	NFI
	>0.80
	0.791
	可以接受

	RFI
	>0.80
	0.756
	可以接受

	IFI
	>0.80
	0.889
	拟合较好

	NNFI
	>0.80
	0.868
	拟合较好

	CFI
	>0.80
	0.887
	拟合较好

	PGFI
	>0.05
	0.683
	拟合较好

	PNFI
	>0.05
	0.678
	拟合较好

	PCFI
	>0.05
	0.760
	拟合较好


4.4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

总体上，本文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基本适配指标也均已达到标准水平。在结构方程模型中，路径系数的值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程度的大小，根据本文的验证结果，可以验证之前的5个假设。在结构方程模型的探索与验证过程中，4条路径通过了假设检验，汇总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结构方程模型假设验证汇总表
	假设编号
	假设内容
	假设验证结果

	假设1
	H0：信息协同、管理协同、组织协同与资源协同之间具有相关关系
	通过

	假设2
	H1：信息协同对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存在正向影响
	通过

	假设3
	H2：管理协同对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存在正向影响
	通过

	假设4
	H3：组织协同对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存在正向影响
	通过

	假设5
	H4：资源协同对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存在正向影响
	通过


5.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在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中信息协同、管理协同、组织协同与资源协同之间具有相关关系，信息协同、管理协同、组织协同与资源协同的相互促进可以提高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的协同；组织协同对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存在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最高为0.79，在促进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过程中，应当提升两系统的组织协同程度，促使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在组织协同的因子构面中，治理模式的多元化程度影响作用更加显著；资源协同对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存在正向影响，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过程中，资源协同程度越高，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效果越好。资源协同的路径系数为0.42，在资源协同的因子构面中，要素影响最大的是运河河道清运时城市环卫车辆给予调配使用，运河河道垃圾打捞环节城市环卫进行垃圾分类因子构面的路径系数达0.7，在促进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中的资源协同时，城市环卫车辆应给予调配使用。
管理协同对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存在正向影响，路径系数0.41，与资源协同的重要度相差0.01，其中对河道垃圾分类及治理给予政府补贴路径系数达0.76，为所有要素路径系数中最高，治理河道淤泥及沿岸建筑垃圾项目的投资路径系数也在0.7以上，政府在进行河道治理过程中，应对河道垃圾分类及治理给予一定的补贴，促进河道垃圾的分类及治理，同时应加大对河道淤泥及沿岸建筑垃圾项目的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减少运河河道的污染；信息协同对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存在正向影响，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过程中，信息协同程度越高，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效果越好。信息协同的路径系数为0.18，虽排在最后，但其中物流信息共享和物流信息技术服务的路径系数也高达0.72，同样也不能忽视，在促进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过程中应注意物流信息共享，提高运河河道治理的物流信息技术建设。

5.2 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的结论，组织协同、资源协同、管理协同和信息协同都直接影响着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的有效进行，以下按照路径系数的重要性对两系统协同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组织协同方面政策建议

推动协同治理模式向多元化方向，向“谁设障，谁处理”模式发展，灵活组建相关治理队伍。为进一步推进实现“无垃圾、渣土、无集中漂浮物、无违法排污、无明显恶臭、无新增违法建设”的五无目标，北京市水务局和城市管理委员会可通过细分组织职责，成立专向性强且灵活性高的管理组织，在出现具体某方面问题时，有针对性的从两个主管部门中选出相关的管理治理组织对污染物及污染源进行及时处理，提高处理效率。

其次，北运河河道管理处与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共有组织的建立也是迫在眉睫。考虑到临时组建队伍并不能准确把控和解决相应的垃圾污染问题，设立公有部门可能是解决突发性强、专向性强和复杂程度高问题的有效措施。该部门可随时开展河道生态环境“三查、三清、三治”专项行动，及时清除管辖范围内的垃圾渣土、水面漂浮物、强化陆域及水域保洁工作。

（2）资源协同方面政策建议

运河河道清运时城市环卫车辆给予调配使用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由于河道治理并不像城市垃圾处理那般每日作业，因此其相应配套设施设备均处于匮乏状态。在清运车辆方面，城市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固体废除物处理中心应积极配合北运河管理处应急垃圾清理等活动的车辆配备问题，解决好因垃圾处理设备不足而无法及时处理污染物的问题。

其次，运河河道打捞的垃圾需要城市环卫系统进行垃圾分类，垃圾的合理分类，一是可促进可循环使用废弃物的资源化，二是通过合理的分类帮助垃圾进入合理的处理渠道。由于河道垃圾其自身的特殊性，需通过环卫系统对其进行合理的分类，对于清理的淤泥和水藻等水生生物可通过堆肥的方式最大化其价值。

（3）管理协同方面政策建议

第一对河道垃圾分类及治理给予政府补贴。河道治理是一项艰巨、耗时且专业化要求高的作业，通过高成本恢复和改造后的河道整体得到改善，但其打捞出来的污染物、垃圾进入环卫系统后便无人问津，双方管理部门应做好协调工作，北运河管理处也应承担起自己相应的责任，对打捞出来的污染物负责到底。对城市环卫系统对垃圾所做的分类处理和最终处理等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促进双方合作共赢。

第二是加快河道淤泥治理及沿岸建筑垃圾回收有共同的管理制度。河道沿岸城市建筑垃圾已成为河道的重要威胁，建筑垃圾的大量堆积远不是只有破坏景观的问题，而是会随雨水涌入河道，形成淤泥的堆积，从而影响河水水量。因此，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应抓好岸边城市建筑垃圾的管控，避免造成长期堆积，双方管理部门协同出台共同管理政策、准则，加快降低对河道的劣性影响。

（4）信息协同方面政策建议

第一要推动两系统内部物流信息共享以及物流信息技术服务的普及，完善两系统内物流信息的互融互通，实现双方在垃圾运力、中转能力和垃圾处理能力的有效沟通，以降低城市垃圾处理系统中物流能力损耗。实现垃圾处理物流能力的有效调度和管理。

第二是加快实现运河河道环境监测信息与环卫信息系统的对接。对河道污染状况监控可及时响应到环卫系统中去，并结合现阶段所实行的河长制，由河长及时发布运河各段信息于共用系统中去，为环卫系统及时做好河道垃圾转运和安排相应的垃圾处理场站提供准确的信息支持，保障运河治理的有序进行。

总之，北运河作为北京市的重要排水河道，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生态景观、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态环境优劣与首都的发展与稳定息息相关。北运河管理处清除管辖范围内的垃圾渣土、水面漂浮物、强化陆域及水域保洁工作的实施都离不开北京市环卫系统，即固体废弃物管理处的帮助，二者通过协同组织部门、清运和处理资源、管理部门和信息对接等，加快实现“水清、堤净、岸绿、点亮”的生态大运河而不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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